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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司法档案的主要特点与史料价值

杜正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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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铮强

［摘　要］　新发现的浙江省龙泉市档案馆藏民国地方法院档案，共１７３３３卷，８８万余页，时间自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始，

至１９４９年止，是目前所知民国时期保存最完整、数量最大的地方司法档案。龙泉司法档案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司法

史、社会史、法律社会史三个层面。它为研究中国司法从传统到近代的演变，包括制度、程序、法理、实践等各方面的过渡

和衔接，以及法律与社会变迁之关系，近代浙南地方经济民生、政治军事、宗族组织、婚姻形态、社会问题等各个方面，提

供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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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

　　龙泉司法档案是继巴县档案、南部县档案、台
湾淡新档案、宝坻档案、黄岩档案之后，历史时期
司法档案的又一次重大发现。这批档案是建国后
从龙泉县原地方法院完整接收而来的，现保存于
浙江省龙泉市档案馆，共１７３３３卷，８８万余页，时
间自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始，至１９４９年止，是目前所
知民国时期保存最完整、数量最大的地方司法档
案。龙泉司法档案为研究中国司法从传统到近代
的演变，包括制度、程序、法理、实践等各方面的过
渡和衔接，以及法律与社会变迁之关系，近代浙南
地方经济民生、政治军事、宗族组织、婚姻形态、社
会问题等各个方面，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
料。本文对这批档案的基本情况、档案特点以及
史料价值做初步探讨。
一、龙泉司法档案的基本情况
龙泉地处浙江省西南山区，与福建省接壤，全县

面积约２７００平方公里。民国初年，统计人口约１２万

３千人。由于僻居深山，民国时期的数次战乱并未太
多波及此地，在抗战期间，龙泉也没有沦于日军之
手。因此，民国时期的一些档案得以完整地保存下
来，地方法院档案是其中数量最大的一种。
与其它县份一样，清代龙泉的司法是由知县

主理的。１９１２年５月，龙泉县公署设立执法科，
由县知事兼任执法长。１９１３年设立审检所，袁世
凯复辟帝制以后，审检所被裁撤，１９１６年浙江省
第二次宣布独立后，龙泉复设审检所，第二年改为
承审处，１９２４至１９２７年改称司法科。１９２９年１０

月浙江高等法院命令，包括龙泉在内的１０个县同
时设立法院，龙泉法院由此成立。① １９４９年５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龙泉之前，龙泉县民刑案件
的审判、民事调解和侦查、提起公诉等等司法事
务，均由该法院的审部和检部负责。

旧史记载，龙泉在古代就有健讼之风。光绪《龙
泉县志》中收入一篇《劝息讼文》，作者顾元揆是乾隆
中期的龙泉知县，上任后很快便发现自己身陷数量
浩繁、无休无止的理讼公务中，疲惫不堪。他说：“邑
地方数百里，其环县署而居者，不过千家。然而耳目
见闻，罔非讼事。立标树帜，竞诩讼师。胜有余荣，

败为深□。称冤□枉，大半虚词。词准则避审，审结
则越控，其意只求延案。”②民国年间龙泉司法档案数
量巨大，或与当地健讼之风有关。

龙泉司法档案除保存民国年间历年诉讼档案

之外，据初步整理，还包括清咸丰、光绪、宣统年间
诉讼档案及验尸报告、证据档案近百件。除诉讼
档案之外，又杂有法院和政府、学校等机构的工作
档案及其他档案，如《龙泉县监狱杂账册》、《监狱
各犯花名册》、《监狱生活补助费清册》、《法院职员
办案月报表》、《龙泉县商业登记簿》、《行政院善后
救济总署浙闽分署龙泉县配发救济款报销表》、
《第五保区分部党员名册》、《庆元县政府会计室吴

①
②

《龙泉法院志》，汉语大辞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３页。

光绪《龙泉县志》，卷十二，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

８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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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圣经管单位会计移交册》、《浙江省杭州市邮务
工会图书馆图书目录》、《庆元县政府救济收租等
文卷》、《项承良一九三二年开用流水帐》等。
民国时期民刑诉讼案件的卷宗，构成了这批

档案的主体。在诉讼档案中，包括了各个时代行
政或司法部门颁印的正式状纸，比如晚清的“呈
式”，民国元年、二年所使用的浙江提法司颁定的
状纸，民国三年以后司法部颁行的各式诉讼状等
等。这些状纸中填写有原被两告的姓名、年龄、职
业、居住地等信息；由当事人或讼师、律师撰写的
诉状、辩诉状的原件及抄本或副状；知县、承审员
或法院推事的历次判词；调解笔录；言词辩论记
录；庭审口供；传票；保状；结状；领状；以及各级法
院、检察院、监狱等司法机构之间的来往公函。有
的还附有作为证据的契约、分家书、婚书、系谱简
图、法警的调查记录、田产山林的查勘图，等等。
通过这些档案，我们可以追踪到纠纷和案件发生、
调解、提起诉讼、最后判决、上诉和执行的完整的
法律过程；也可以从中了解到民国时代人们的日
常生活、社会关系和经济活动的细节以及民众的
社会、法律观念和态度的演变。
二、诉讼档案的主要特点
从类型上来说，民国龙泉地方法院档案中的

诉讼案件，包括各类刑事案件、民事中的物权、债
权、亲属、继承等所有门类，涉及到所有权、债务、
继承、婚姻、社会风俗、官民关系等各个方面的矛
盾和纠纷。这批诉讼档案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有关山林所有权的纠纷，占物权、债权纠
纷中的相当比例。龙泉县属于多山地形，可供耕
作的田地是稀有资源，以致龙泉本地粮食向来不
敷居民食用。根据民国二十八年的调查结果：龙
泉县水田１７００００亩，亩产２．５石（１石等于１０８
市斤），计产谷４２５０００石，折米２１２０００石；人口

１６５０００人①，每人每年平均消耗米２．５石，共需要

４１２５００石。缺少２００５００石。杂粮抵补 ４１６０７
石，尚缺１５８８９３石。因此，很多人民的生计仰赖
林业的收入。竹、木、冬菇、干笋等山货，是龙泉的
主要出产。乡民伐木放筏，或上山种菇贩卖，赚取
工资，养家糊口者，不在少数。② 由于林业在地方
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山产纠纷也相应成为物
权、债权纠纷的主体。因山界不清而引发的纠葛，
以及在合伙拚山伐木过程中产生的纠纷，都比较
常见。这些山林纠纷档案也反映出浙南山地开发

过程中形成的种种习惯和地方制度，以及当地居
民之间、当地居民与木材商人之间的种种矛盾。

（二）在田土纠纷中，与宗族祭田有关的纠纷
占大多数。祭田、书灯田等宗族公产，在龙泉大都
采用族人轮值的方式经营管理。随着宗族人口的
增长、房派分支的增加，轮值顺序混乱，极易引发
族内的矛盾。清代和民国初年的地方习惯和法律
都认定，财产继承要以继嗣为前提，所以当宗族中
某些房支出现绝嗣的状况时，围绕着立嗣和祭田
轮值权利，常常发生激烈的争夺。与此相关，在祭
田的耕种、租佃、收割、买卖；族谱、祭簿的重修和
保管；甚至清明办祭宴请、丧葬仪式的各个环节，

都会发生纠纷和诉讼。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以后，

新民法修改了继承法并将祭田性质认定为公同共

有物，但祭田案件有增无减。据《龙泉法院志》的
初步统计，在整个民国期间仅因祭田轮值而引发
的诉讼，就占民事案件总数的１８％。

（三）有关婚姻家庭的诉讼档案，反映出近代家
庭婚姻观念和女性身份的变化。在“妨害婚姻家庭”

类的诉讼或调解申请中，包含了买卖婚姻、不履行婚
姻义务、抚养纠纷、家庭暴力、伪造婚书、诱拐、遗弃
等多种类型的案件。在民国以后，女性作为原、被告
或诉讼关系人的案件档案，并不罕见。１９２９年颁定
的新民法亲属编中规定：“婚约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
订定”，“男未满十七岁，女未满十五岁，不得订定婚
约”。在此条法律的鼓励下，１９３０年代之后，子女要
求解除未成年之前，由父母包办之婚约，争取婚姻自
由的诉讼，增加明显。

（四）有关兵役执行、税收、贪污渎职等方面的
刑事诉讼档案，在民国后期大量增加。北洋政府
时期，此类案件的档案数量较少。随着国民党政
府在县级的机构逐渐增多，并加强对地方的统治
以后，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与民众的纠纷开始大
量出现。例如，在与税收有关的案件中，既包括龙
泉直接税局起诉商家欠缴、拒缴营业税、所得税的

①

②

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十二月二十四日，浙江省会杭州沦
陷，三十一年（１９４２）四月浙东事变，金衢失守，龙泉成为浙江的大
后方。在此期间，省内外许多公私机构，包括省财政厅、建设厅、

电报局、交通处、国立浙江大学、原设立于杭州的各国立银行，上
海、金华等地的工商企业等等，都曾迁至龙泉。这一度使得龙泉
的居住人口大增。

《民国龙泉档案辑要》，龙泉市档案馆编，２００９年编印，

第１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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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也包括商家和个人起诉公务人员在执
行收税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的案件。１９４０年代以
后，随着战争局势的推进，兵役征派频繁，强拉壮
丁和抗征事件都屡有发生，以“妨害兵役罪”起诉
的刑事案件数量激增。这些档案，为我们研究民
国各时期地方政府的施政，及官、民、法之间的关
系，提供了翔实的材料。

（五）这批档案中还有大量有关毒品、赌博、风
化等等的案件记录。“开设花会、聚众赌博”的案
件，在整个民国时期都层出不穷。但开设烟馆、贩
卖、吸食鸦片之类的刑事诉讼，则主要集中在

１９３０年代。这些档案是对社会现象的忠实记录，
让我们能够从不同的侧面，了解民国时期一个浙
西偏远小县的市井百态。
三、诉讼档案的史料价值———以三个个案

为例

龙泉司法档案目前正在整理编目过程中，但
其史料价值已经引起学界关注。这批档案的史料
价值主要体现在司法史、社会史、法律社会史三个
主要方面，以下各举一例，以为管窥。

（一）这批档案记录了中国法律制度和司法实
践，从传统到近代变革的完整过程。中国古代司
法一直延续的是行政司法合一的制度，表现在地
方司法上，就是县衙审判，典史和知县（幕友）判
案。这套制度，到了清末民初开始改革。目前学
界对清末民初司法改革的研究，主要利用的是最
高审判机构大理院的档案以及一些地方官员编撰

的案牍。例如，以台湾学者黄源盛在中国第二历
史档案馆（南京）发现并整理的大理院判例为基
础，已经出版了不少研究的成果。① 但是在地方
司法的层面，由于清末民初的地方审判资料不多
见，研究难以深入开展。这批龙泉地方法院的档
案，就为我们提供了从晚清到解放前，整个民国时
期地方司法变迁的完整资料。
对比各个时期的诉讼档案，不仅所使用的状

纸、诉讼的程序有很大的不同，反映出不同阶段的
司法改革和制度变迁，而且在一些细节上，也能看
到民国司法的巨大变化。比如，我们注意到原、被
两造所提交的诉状、辩诉状等的结尾，民众所使用
的语句，在整个民国时期的演变。在清末和民初，
状纸中“号泣青天大老爷明鉴”之类用语还相当普
遍，逐渐的这种旧式状纸上的习语被“伏乞知事暨
承审官俯赐”或“请求县政府恩准／赐准”这样的用

语所取代，到了民国后期，状纸的结尾则较为统一
地使用“请求察核”，“谨呈／诉龙泉地方法院公鉴”
这样的语句。这些细节，不仅说明民国司法从政
法合一的县知事判案向司法独立的转变；同时也
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民众对于诉讼、执法机关的
观念的变化。
这种民众观念的变化，相较于法典、机构和司

法程序的变化，更加缓慢和曲折，也更不容易被察
觉、被研究。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十一月，龙泉法院
成立过程中的一件纠纷，也是我们重新认识民国
时期普通民众的法律观念和行为的例子。在龙泉
法院成立之初，因为侵占该县婺州会馆为法院机
关，引起了婺州会馆商人的抗议。婺州商人上书
浙江省高等法院，申明会馆为婺州旅龙农工商学
各界人士的财产：
此系婺州旅龙人民完全私有产业，为龙泉人

民所共信。谁料龙泉法院高院长于十一月二十八
日，擅权侵占作为法院机关。现在婺州旅龙人民
均受此不便之苦，又因处其实力范围之下，莫敢与
争，是以敢怒而不敢言。然现居青天白日旗帜之
下，各人信仰三民主义，则民权尚在，心何甘休，为
此不已，请求浙江高等法院院长饬令迁移，不甚感
德之至。②

上述声请由９位旅龙婺籍人士署名，数日之
后，他们又对法院侵占会馆的事实做了补叙：
高院长自侵占婺州会馆之后，已将馆内桌凳校

椅等物一并收去作用，又将锅灶一个亦被拆毁，而且
该中座胡公则之香火桌，并后座观音堂之香火桌，一
应抽去作用。以致十二月一日，有人到会馆崇奉者，
亦被摒去不准进内。此种事实难免不无损害之虞
……雀巢鸠夺，心何甘休。非沐钧院速赐饬令迁移，
并赔偿损害，则何以服民心而昭法纪？③

浙江高等法院则以训令的形式，迅速对此事
作出了回应：
兹据前情，查会馆既系民产，与县有公产性质

①

②

③

黄源盛：《民初法律变迁与裁判（１９１２～１９２８）》（（台北）

政治大学法学丛书编辑委员会２０００年版）；李启成：《晚清各级审
判厅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卢静仪：《民初立嗣问题
的法律与裁判：以大理院民事判决为中心（１９１２－１９２７）》（北京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浙江龙泉市档案馆藏，卷宗号：Ｍ００３－０１－００１４３，第１４
－１５页。

浙江龙泉市档案馆藏，卷宗号：Ｍ００３－０１－００１４３，第１６－
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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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未经会馆团体同意，自属不便拨用。惟东电
署名之人，是否会馆团体董事，未据叙明。该法院
办公地址，是否变更原议，改用婺州会馆，亦未据
报。究竟是何情形，应由该县县长及县法院查明，
分别办理。①

浙江高等法院的训令，一方面承认了会馆作
为民产的性质，龙泉法院不能任意占用；另一方
面，也根据共有财产的处分需要征得全体同意的
法律，要求核实声请人的身份。事件的调查和处
理权，还是交给了地方政府、法院和检察官。事件
的结果是，法院可能争取到会馆部分董事的同意，
以借用的名义，继续在该婺州会馆办公。大约３
个月后，会馆又被过境军队占用，龙泉地方法院迁
往孔庙明伦堂。
这次纠纷，从民众一方的行动和表述来看，他

们并不因为对方是法院，而忍气吞声，他们甚至没
有将纠纷提交到县政府，而是直接上书至浙江高
等法院，请求法律的帮助。民国时期民众的权利
和法律观念，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而从法院一
方来看，他们更加娴熟于各种法律条文和诉讼程
序。在纠纷一开始，龙泉法院的书记官就曾以“侮
辱公务员”控告婺州商民，虽然检察官最后因被告
不能确定，而不予起诉，但浙江省高等法院也用公
有财产处分的相关法律，阻挡了部分商民收回会
馆的请求。地方法院的建立，本身就伴随着一系
列的官民产权纷争，这对于法院和法律权威的树
立，民众对法院的认识等等有何影响？这些问题
也都值得思考。
这个案例，只是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中一个极

小的插曲，却折射出执法者和民众对于民权、法治、
所有权等诸多法律概念的认识和操作。由于这批诉
讼档案中，包括了到民、刑事的各类案件，让我们可
以追溯到每一个门类和领域中，新的法律、司法程序
的实践过程；以及民众对于法制变化的反应。

（二）这批档案也记录了近代地方社会结构、
经济形态、家庭婚姻等方面的变迁。广义的法律
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法典的生命力取决于司法的
实践，司法实践则需要不断地对社会、民众的行为
和观念做出回应，法典也因此而不断地调整、完
善。因此，对法律史的研究，是应该立足于地域社
会的。早在２０世纪中期，瞿同祖在他的代表性著
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就已经将法律史研
究和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了。尤其在四川巴县档

案、台湾淡新档案发现之后，黄宗智等人利用诉讼
档案研究社会经济史，获得了多方面的成果。

龙泉地方法院档案中卷帙浩繁的诉状、辩诉
状、口供和作为证物保存下来的契约、文书等等，

记录了大量的社会经济的信息。以有关家庭婚姻
的诉讼档案为例，在民国时期的底层社会中，充斥
着典妻、卖妻、一妻多夫或者童养媳的买卖等情
况，婚姻形态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法典的规范。例
如，我们在这批龙泉司法档案中，经常看到一类非
典型的招赘婚形态。这类招赘婚既不属于无子招
婿，也不是夫死招赘，而是在丈夫还健在的情况
下，因为家境寒苦，由丈夫主张或默许，为妻子再
招赘一位丈夫，帮助养家，在实质上构成一妻二夫
的特殊家庭。这类婚姻和家庭，不论是在传统社
会的礼仪规范，还是历代法典中，都不被承认，但
在民间却有它自己的认可和规范方式。这批档案
中，有几份婚书，都与此有关。现抄录一例。这份
立于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招赘婚书附在１９１７年
董志有控潘昌才“强夺媳妇，弟妻配兄”案②中，婚
书红底黑墨，一式两份：

立招赘婚书，潘兆智自娶发妻何氏名曰□□，

年方三十六岁，生下三男俱幼，家贫罄空，年岁荒
俭，三飨不周，口食不敷，全家困卧。夫妻同议，不
合乏嗣，未可分枕。共议立志择勤俭之招夫，入赘
帮家。恳托媒人择得招夫董志有入赘帮家，是日
凭媒妁言，礼金英洋一十三元正。其洋即日收讫，

并无短少厘。自招之后，长子、次子潘边接代宗
枝，三子取名董梁人，董边接代宗枝。二姓传芳。

自志之后，潘董二家，和睦兄弟，此系前言后定，所
招所入，各无反悔异言。恐口难凭，立招赘婚书，

百子千孙。

立招赘婚书各执一纸。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廿九日立招婚书潘兆智

媒人房弟潘兆初

依口代笔谢宜邦

这份婚书中清楚说明，潘兆智和自己的妻子
并没有离异，而是为了养家糊口的需要，为妻子何
氏再招赘董志有为夫，同时将自己的第三子（改名

①

②

浙江龙泉市档案馆藏，卷宗号：Ｍ００３－０１－００１４３，第１０
－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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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董梁人）出让给董志有为嗣。根据卷宗中的其
他供词和状书，招赘以后，董志有并没有和潘兆智
住在一起，而是带着儿子董梁人在自己原来的家
里居住。何氏则经常来往于潘、董两家之间。直
到董梁人不幸早逝，何氏将原来为董梁人所娶的
童养媳，带回原夫家中，继配于自己在潘姓夫家的
儿子，从而引起了董志有的诉讼。
这种特殊形态的招赘婚，在当地被称为“上半

边门”，在清代和民国初年并不罕见，档案中有多
宗诉讼均涉及到这一问题。负责审判这一案件的
县知事在批语中也感叹：“乡间婚姻不正，几于不
可穷诘”。
对近代以来家庭婚姻史的研究，多强调人们

对包办婚姻的批判，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观念的普
及，民间旧婚俗与新观念、新法律之间的矛盾和妥
协等等。这种新观念、新法律冲击、扫荡旧观念、
旧习俗的近代社会历史图景，大都来源于对进步
思想家、学者的文章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婚姻案
例的研究。然而乡村社会底层民众的婚姻状态究
竟如何，除了一些民间风俗习惯的概述，却少有资
料详细展现。这批民国龙泉诉讼档案，提供给我
们很多相关的案例。为我们呈现了晚清民国最基
层的民众生活状态，以及人们对于宗族、家庭、婚
姻等方面的心态、观念和惯例。这些状况既不同
于我们所了解的、受到西方先进思想影响的近代
婚姻状态和观念，也迥异于我们对传统婚姻、家庭
伦理的理解，让我们看到中国古代和近代婚姻、家
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反思以往的婚姻史、家庭
史研究所形成的固定模式。
不仅如此，这些诉讼档案对于社会史研究的

意义还在于，通过梳理集中于一个村落或宗族的
数百个卷宗，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去观察这个村落
或宗族在整个晚清民国时期的社会经济样貌和权

力结构。在这批诉讼档案中，不仅有为同一个标
的物从清代一直打到民国末年，历时数十年，经历
两三代人，不断缠讼、翻控、上诉的案例；也有集中
于几个宗族和村落的大量档案。例如周际周氏、
龙泉季氏、上田毛氏等等都有历时久远并连贯的、
种类齐全的大量诉讼档案保存下来。如果再辅之
以族谱和其他地方文献的帮助，我们将可以看到
来自最基层乡村的社会秩序和日常生活的实际状

态，以及浙南乡村、宗族在近代的变化。最重要的
是，通过谨慎、仔细地分析诉状、口供等资料，这种

种基层社会的图景，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当事人
自己的表达展现出来的。

（三）这些诉讼档案不仅包含了丰富的社会经
济信息，而且它们还直接反映出法律变革与社会
变迁之间的互动机制和过程，这是其他类型的社
会经济史料，所不具备的。黄宗智曾经在一篇文
章里专门讲到，这些地方诉讼档案对社会经济史、
法律史研究的双重价值：“用地方诉讼档案，推进
经济史的研究，也同时从经济史的角度来推进法
制史的研究。法制对这种问题的研究特别有帮
助，因为法律本身是一个社会经济系统对它自己
的一种有意识的说明和构造。”①

晚清民国时期，建立于传统社会经济基础之
上的中华法系被改造和抛弃，西方法律移植于正
在经历巨变的社会之上，对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等
等，都作出了重大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司法改
革如何在具体的地方社会语境中得到实践？法律

和司法活动反之于地方社会的影响如何？等等重

要的问题，都需要能够涵盖较长时段的个案研究，
才能一探究竟。贯穿整个民国时期的龙泉地方法
院档案，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材料。
以继承问题为例，中国自唐代以来的法典中，

就日渐明确和严格了以宗法原则确定财产继承的

宗祧继承。② 这一原则在２０世纪初虽遭遇挑战，
却迟迟没有改变。沈家本主持修订的民事诉讼法
草案，就因为其中包含了个人产权和男女平等的原
则，而受到官方的反对③。民国初年实际有效的
《大清现行刑律》民事有效部分，仍旧保留了《大清
律例》中有关承继、分产、婚姻、田宅等条款，财产继
承以继嗣为前提的原则，仍然是各级司法机构裁判
继承案件的绝对依据。一直到１９３０年正式实施的
民法亲属、继承部分，才正式废除宗祧继承。这个
法律变革的过程，虽然漫长、曲折，却十分清晰。但
在社会及司法实践的层面上，情况却更为复杂。尤
其是１９３０年继承法改革前后，社会层面的接受和
实践情况，由于缺乏资料，在以往的研究中，难以追
踪。而在这些涵盖整个民国时期的龙泉地方法院

①

②

③

黄宗智：《中国法律制度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研
究》，《北大法律评论》，第２卷第１集，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张小也：《法律与社会变迁———以户绝财产继承问题为中
心》，《官、民、法：明清国家与基层社会》，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版。

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第

３０－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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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中，我们完全可以找到不同时段的立嗣纠纷，
追踪这一中国继承制度的历史转变。
例如，１９１９年吴毛氏告吴有煜、吴有澄兄弟

闭譜灭嗣案，是一个民国初年的案例。① 孀妇吴
毛氏仅有一女，早年招赘一婿，并听凭族人择立侄
儿继嗣。但因该侄早逝，并未育有后代，吴毛氏请
求将自己的外孙（即女儿与赘婿所生之子）立为继
承人，并写入族谱。这个请求遭到了吴姓宗族族
人的反对。吴毛氏在诉状中说：
民固闻异姓不可乱宗，独氏夫吴族又当别论，

盖氏夫族丁甚稀微，抱子甚多。现修宗谱，抱子入
名者有十人。……则氏夫名下原又绝嗣。兹合族
纂修家谱，氏邀同本支叔侄等，议择女婿朱文彩之
次子名明爱，聪明忠厚，入继世侄有招名下，为嗣
子，以接氏夫之禋祀。蒙族叔侄均为赞成，立仰接
嗣书为凭。讯日呈电族内叔侄，俱亲见押。讵料
有吴有煜、有澄兄弟谓氏将明爱入谱，要索氏钱洋
不遂，竟来闭谱，不准明爱入名。
这起纠纷以“闭谱灭嗣”提起诉讼，真正的原

因是在“入谱”这个仪式背后，所包含的实际的经
济利益。据这份卷宗中所附的一份族谱世系抄
单，对入谱一事提出异议的吴有煜兄弟，是吴毛氏
之夫的亲侄。吴有煜兄弟是该房支仅有的男性后
代。根据当时的法律和本地惯例，在本房其他两
家乏嗣的情况下，他们将有权继承族产中归该房
所有的一切祭田轮值的权益，甚至可以得到吴毛
氏、吴正遇两家的部分家产。吴毛氏另外择立嗣
子的行为，威胁到他们可能继承的财产。所以他
们提出异议，并希望从吴毛氏那里获得补偿。
本案所涉的异姓继嗣，在《大清律例》、清末修

订的新法和北洋政府时期的法律文本中都是严格

禁止的。就目前档案材料所见，当时执行判案的
县知事，对此案的批示如下：
状悉。继承系人事诉讼，应遵章纳诉讼费方

准受理。且查呈词以入赘而争继承，理由不尽充
分，毋庸起诉，候族议可也。
县知事拒绝受理此案，指出该案的本质是“以

入赘而争继承”。根据《大清律例》规定：“其招婿
养老者，仍立同宗应继者一人，承奉祭祀，家产均
分。如未立继身死，从族长依例议立”，②在法律
上否定了赘婿对妻家或妻前夫家的继嗣权。县知
事的判断基于严格的法典规定，财产继承以继嗣
为前提，而继嗣则必须遵循宗法原则。

但是民国初年县知事这种坚持财产继承要以

继嗣为前提的裁判，在１９３１年新民法颁布后不
久，就被龙泉法院的法官所放弃了。１９３３年李树
清诉刘妹儿祭田纠纷案，就不仅反映了执法者态
度的转变，同样透露出百姓对于新法的接受和
利用。
在这个案件中，原告李树清所属宗族有祭田

九标，每年合租二十几石，历来由天、地、人、和四
房轮值。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应轮至原告李树清
所属之“人房”值祭。原告因为“和房”异姓赘婿刘
妹儿霸种，声请调解，并主张，因为和房绝嗣，应由
自己承继和房。
被告刘妹儿辩称，自己在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

入赘“和房”李明炎为婿，十几年来耕种李家之田，
李姓叔伯子侄毫无异议。原告“人房”所有祭田权
益，在宣统二年已由原告之父杜卖于李明炎为业，
有卖契为证。且李明炎身故前，立有遗嘱，所有
“和房”应轮祭田均由刘妹儿之妻承继。
法院认为，卖契证明原人房祭田轮值权利已

属被告岳父拥有，遗嘱将所有遗产归被告之妻继
承，且原告不能举证自己已承继和房，故原告对
人、和两房祭田轮值收益均无置喙之余地。判决
驳回原告之诉，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
与１９１９年的“闭谱灭嗣案”一样，此案也涉及

到女儿与招赘婿是否有权继承父亲的祭田收益的

问题。但与前案完全不同的是，法官不再坚持继
承人必须是嗣子，而是以遗嘱和契约，作为裁判的
唯一依据。这种裁判上的改变，是民法典改革在
司法实践中的直接反映。被告岳父开立遗嘱，将
财产和轮祭权都遗赠于自己女儿的行为，相比于
前案中，财产继承尤其是族产继承的前提是“入
谱”的做法，也是巨大的改变。这说明在民间习惯
上，人们对于祭产性质、继承原则的认识都已经在
悄然发生变化。而法院在相关诉讼中的裁判，必
然也会加强这种改变的趋势。在稍后１９３７年的
一件祭田轮值案中，原告在诉状里就直接以新法
作为自己的依据：“宗祧继承已为现行民法所不
许，尤缺乏法律上之根据”。①

（下转第１３８页）

①

②

该案参见浙江龙泉市档案馆藏档案卷宗号：Ｍ００３－０１
－０４５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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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内务总长、交通总长等职，声名盛于一时（张爱
玲父亲张志沂多赖其提携）。张印塘生有六子七
女，不只男性子孙出息，女嗣亦史上有名。《无棣
县志》载：“张佩萦，臬司张印塘第五女。咸丰十
年，家寓杭州。发逆（太平军）乱杭州，城陷。女夙
通经史，志节不辱，跃入水中死。城复，家人觅其
尸，得之清波门外，颜色如生。时年十九，光绪间
以孝烈旌。”①张印塘第七女张佩纫亦以孝得到朝
廷旌表。②此外，张印塘之旁系亦名闻近代史乘：
其弟张印坦（历任无锡、丹阳、丹徒知县等职）之孙
张人骏官至清两江总督，人骏长子允言官大清银
行总监督，四子允恺曾任民国驻德国大使馆代理
大使，五子允亮是著名的版本、目录学专家，曾任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主任。允言子侄辈亦出教授、
工程师多人。当然，张氏后人中人生、事业充溢传
奇色彩，声名享海内外、历数十年而不衰（其间因
政治原因有三十年的沉寂），甚至还有长盛下去的
趋势的，非张爱玲氏莫属了。余斌在《张爱玲传》
里写道：“遥想几十年、几百年之后，张佩纶，甚至
李鸿章也许都已成为只是在历史学家书斋中出没

的历史剪影，而张爱玲则会像她喜欢的李清照一
样，与后世的中国读者相觑相亲。到那时，张家的
后人打开他们的家谱，值得他们炫耀的也许不是

那位显赫一时、在政坛上叱咤风云的祖先，而是写
出了《传奇》、《流言》、《秧歌》的张爱玲。”此言
当矣。
附张爱玲祖上直传世系：
始迁祖敬（自山西洪洞迁山东无棣）———有

全———本———应生———三重———杰———谭（自山
东无棣迁河北丰润）———臣儒———仲魁———九
鼎———文 耀———继 隆———炳 智———嗣 浚———
栋———灼———印塘———佩纶———志沂———爱玲、
子静

［韩荣钧：滨州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讲师，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

邮编：２５６６０３
吴善中：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邮编：２２５００９］
［责任编辑：蒋　梅］

①　张方墀：（民国）《无棣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第

１４３页。

②　张方墀：（民国）《无棣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第

１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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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２３页）　　在新旧法律的交替时期新法
在民间的运作情况、纠纷形态的转变、社会大众如
何适应新民法等问题都需要通过考察较长时段、立
足于地方社会的具体个案，才能获得答案。不仅在
上述继承的问题上如此，债权、物权、人格权、亲属
关系等种种问题的研究都是如此。民国龙泉地方
司法档案就为我们提供一个资料的宝库。
四、结语
龙泉司法档案的规模超过了目前已发现的其

他民国地方司法档案，其完整性与系统性是空前
的。这批档案现已由浙江大学历史系完成扫描处
理，目前正在开展档案的整理、编目及初步研究工
作，这应当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对民国司法档案进行
全面、系统的整理工作。民国龙泉地方法院档案的
完整性、丰富性，以及它对于基层社会和司法实际
状态的翔实记录，使它在中国法律史、社会史研究
领域具有独特的价值。特别是建国之后中国大陆
重建了司法体系，民国司法体系在中国大陆的中

断，使得中国传统社会与近代司法体系如何相互适
应的问题，长期以来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相信龙泉司法档案能为填补这方面的空白提供最

直接、可靠的史料依据。

该文为作者参加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
国地方司法实践与社会变迁研究”（１０ＢＺＳ０３２）、浙
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清代以来浙南山区的宗族：观
念、惯例和司法———以民国龙泉地方法院档案为中
心的研究》（０９ＣＧＬＳ００１Ｚ）的阶段性成果。

［杜正贞：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吴铮强：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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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 案 见 浙 江 龙 泉 市 档 案 馆 藏，卷 宗 号：Ｍ００３－０１

－０１７７０。


